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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如何” 实施企业社会责任 (ＣＳＲ) 策略以修复产品伤害危机 (ＰＨＣ) 是理

论界与实务界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ꎮ 本文立足于中国社会环境ꎬ 从消费者的 ＣＳＲ 怀疑视角

出发ꎬ 结合 “说” 与 “做” 两个要素ꎬ 实证研究了 ＰＨＣ 下消费者感知企业 ＣＳＲ 修复策略

的心理机制与影响因素ꎮ 研究结果表明: 相较于强调 “公共服务动机”ꎬ 企业主动曝光 “企
业服务动机” 更有利于品牌危机修复ꎻ ＣＳＲ 怀疑部分中介企业 ＣＳＲ 动机的自我曝光对品牌

危机修复效果的作用过程ꎻ ＣＳＲ 行为调节了企业 ＣＳＲ 动机的自我曝光与 ＣＳＲ 怀疑的关系及

ＣＳＲ 怀疑的中介效应ꎻ 最后ꎬ 相较于公德ꎬ 私德更有利于降低 ＣＳＲ 怀疑ꎬ 促进危机修复ꎮ
本文的研究结论为企业合理有效地开展 ＰＨＣ 后的 ＣＳＲ 策略具有一定理论价值及实践指导意

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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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产品伤害危机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Ｈａｒｍ Ｃｒｉｓｉｓꎬ ＰＨＣ) 是指偶尔出现并被广泛宣传的关于某个产品存在

功能上的缺陷或对消费者造成伤害的事件 ( Ｓｉｏｍｋｏｓ ＆ Ｋｕｒｚｂａｒｄꎬ １９９４) ꎮ 近年来ꎬ ＰＨＣ 的爆发愈

演愈烈ꎬ 福特变速箱 “生锈门”、 特斯拉 “刹车失灵”、 康师傅 “土坑酸菜” 等事件一度引起轩然

大波ꎬ 轻则损害品牌声誉、 削弱品牌资产、 抑制品牌延伸ꎻ 重则演变为社会关系的对立冲突ꎬ 致

使企业多年经营成果毁于一旦 (陶红和卫海英ꎬ ２０１６) ꎮ ＰＨＣ 修复已成为学术界与实务界亟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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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的重要问题ꎮ
当下ꎬ 企业社会责任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ꎬ ＣＳＲ) 逐渐成为传统危机响应策略 (否认、

减轻、 重建) 的有效替代方案 (Ｖａｎｈａｍｍｅ ＆ Ｇｒｏｂｂｅｎꎬ ２００９) ꎬ 主要表现为企业在 ＰＨＣ 后积极承担

社会责任、 加大社会公益投入等ꎮ 但风险管理实践中ꎬ 大量 ＣＳＲ 策略并未达成理想效果ꎬ 企业积极

塑造贡献社会的正面形象的努力反而常 “弄巧成拙”ꎬ 致使危机态势 “雪上加霜”ꎮ 如小龙坎在 “制
售地沟油” “后厨无证上岗” 等食品质量安全事件后加大公益力度ꎬ 积极投身于抗疫赈灾等社会责任

活动ꎬ 但收效甚微ꎬ 消费者反而将其视为 “虚情假意”ꎬ 并在其官博下评论 “好口碑全败完了ꎬ 以后

真的不会选择了” “口碑和消费者安全在利益面前不值一提ꎬ 失望了” 􀆺􀆺
为何一些企业在 ＰＨＣ 后积极塑造贡献社会的正面形象的努力反而会 “弄巧成拙”? 这种结论

的不一致性提供了深入研究的理论缺口ꎮ 基于文献梳理ꎬ 以往研究大多基于消费者视角对企业的

ＣＳＲ 修复策略进行动机归因ꎬ 并最终决定危机修复效果ꎬ 但鲜有研究讨论产品危机后ꎬ 企业主体

自发曝光 ＣＳＲ 动机对于修复效果的影响ꎮ 企业主体做出的 ＣＳＲ 声明作为 ＰＨＣ 后消费者接触企业

ＣＳＲ 履行的陈述性信息ꎬ 也是第一手信息ꎬ 往往会直接影响消费者对企业的 ＣＳＲ 信念、 感知及态

度、 评价、 行为 (晏毅ꎬ ２０１８) ꎬ 同时能很好地预防第三方媒体报道信息失真的可能ꎬ 为企业的

危机管理占据主导地位ꎮ 因此ꎬ 在 “说” 层面ꎬ 本文试图探讨企业 ＣＳＲ 动机的自我曝光对于危机

修复的影响ꎮ 再者ꎬ 近年来ꎬ ＣＳＲ 研究正逐渐从传统的聚焦于机构、 组织层面扩展到微观的个体

心理层面ꎬ 而个体的心理体验很大程度上会受其所处文化背景的影响——— “差序格局” 态势下ꎬ
公众的道德会因所施加的对象与自己的关系而加以程度上的伸缩ꎮ 为更准确地揭示企业实施的

ＣＳＲ 策略与 ＰＨＣ 修复效果间的作用关系ꎬ 在 “做” 层面ꎬ 本文从中国传统文化观念所形成的社会

组织结构出发ꎬ 将 ＣＳＲ 行为划分为 “公德” 与 “私德” 两类ꎬ 以探讨立足于本土文化背景的 ＣＳＲ
修复理论ꎮ

综上所述ꎬ 本文拟研究 “ＰＨＣ 后的 ＣＳＲ 修复策略如何挽回顾客的心” 这一问题ꎮ 危机应对策略

主要探究企业应对危机所采取的具体行动ꎬ 即 “说什么” 与 “做什么” (张朝阳ꎬ ２０１６) ꎬ 对应于这

两个维度ꎬ 本文提出并验证了两个信息特征ꎬ 即 ＣＳＲ 动机的自我曝光 (企业服务动机与社会服务动

机) 与 ＣＳＲ 行为类型 (私德与公德)ꎬ 对 ＣＳＲ 怀疑的影响效果ꎬ 并进一步阐述了 ＣＳＲ 怀疑是影响

ＰＨＣ 修复效果的重要途径ꎮ 本研究不仅是对现有 ＣＳＲ 理论及 ＰＨＣ 修复研究的完善ꎬ 也帮助决策者更

好地运用 ＣＳＲ 作为危机应对策略ꎬ 为企业妥善处理危机、 重建品牌信心等提供具有借鉴价值的管理

启示ꎮ

２􀆰 文献综述

２􀆰 １　 企业社会责任动机

归因理论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ｙ) 在 ＣＳＲ 领域开辟了消费者响应的新视角 (卢东等ꎬ ２００９) ꎮ 人们

对企业动机的归因主要分为两种类型: 更加关注社会福利 (公共服务动机) 与更为关注企业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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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服务动机)ꎮ 公共服务动机下ꎬ 企业的 ＣＳＲ 举措是造福社会、 创造价值、 积极承担责任的无

私奉献ꎻ 而企业服务动机下ꎬ 其履行的 ＣＳＲ 往往会被视为一种价值增值战略与 “开明的自利”ꎬ
旨在为企业提供资源支持以提高企业竞争力或是通过履行 ＣＳＲ 来掩盖或转移其他不当行为 (祁怀

锦和刘艳霞ꎬ ２０１８) ꎮ 以往研究表明ꎬ 消费者通常会认为企业的利己动机是消极的ꎬ 而利他动机

则要积极得多ꎬ 只有当企业的 ＣＳＲ 策略被消费者更多地归因于利他动机时ꎬ 才能正向作用于消费

者的企业态度及对产品质量的感知ꎬ 促进信任的恢复和购买意愿的提升 (樊帅和田志龙ꎬ ２０１７)ꎮ
基于此ꎬ 学者们提出ꎬ 可通过一定手段来 “管理” 消费者对其 ＣＳＲ 策略的利他动机归因ꎬ 如延长

ＣＳＲ 行为的参与时间 ( Ｓａｎｄｉｎꎬ ２００９) 、 提高 ＣＳＲ 行为与其核心业务的匹配度 (樊帅和田志龙ꎬ
２０１７) 等ꎮ

然而ꎬ 归因过程作为一种消费者视角的内在推理十分复杂且极易受多方因素影响ꎬ 消费者对企

业 ＣＳＲ 行为的感知水平无法保证其能抵制负面的 ＰＨＣ 信息ꎮ 在诚信体系尚不健全的中国ꎬ “信息鸿

沟” 致使消费者在对企业行为动机的评估过程中极易陷入困境ꎮ 面对企业履行 ＣＳＲ 的信息不对称与

社会上 ＣＳＲ 伪善事件的频发ꎬ 公众愈发倾向于相信企业推行的所有活动 (包括 ＣＳＲ 决策) 即使在某

些方面服务了公众ꎬ 但最终都是由利润动机所驱动ꎮ 出于风险厌恶ꎬ 消费者愈发质疑企业 ＣＳＲ 的利

他性ꎬ 企业也难以管理、 控制这种怀疑的出现概率与强度ꎬ 致使 ＣＳＲ 修复收效甚微ꎮ 鉴于实施 ＣＳＲ
策略是对企业有限资源的一种消耗ꎬ 本文试图站在企业角度ꎬ 探寻更有效、 可控的危机修复路径ꎮ
以往研究主要基于消费者视角对 ＣＳＲ 策略进行动机归因ꎬ 而 ＭｃＧｕｉｒｅ 的 “自我揭露的沟通策略” 表

明ꎬ 当组织采取主动的危机揭露策略时ꎬ 可能会使信息的接受者产生 “免疫”ꎬ 当其真正面临反面信

息大量侵袭时ꎬ 接受者便会主动防御负面信息的攻击 (杨芳和余明阳ꎬ ２０１７) ꎮ 基于此ꎬ 本文猜想ꎬ
“说” 的层次上ꎬ 企业方对 ＣＳＲ 动机 (企业服务动机与社会服务动机) 的主动曝光能产生更佳的

ＰＨＣ 修复效果ꎮ

２􀆰 ２　 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类型

现有的国内外 ＣＳＲ 研究主要集中于 ＣＳＲ 的后果变量ꎬ 以及消费者对 ＣＳＲ 的归因研究ꎬ 而对 ＣＳＲ
本身 (无论其内容还是形式) 的研究较为稀少 (晏毅ꎬ ２０１８) ꎮ Ｈａｉｇｈ 等 (２０１０) 根据内容特征将

ＣＳＲ 行为划分为慈善捐助、 商业赞助及事业关联营销ꎮ Ｂｅｃｅｒ￣Ｏｌｓｅｎ 等 (２００６) 通过判断 “企业开展

的社会事业与其经营业务间的关系” 将其区分为功能匹配型和形象匹配型ꎬ 或产品种类匹配型和品

牌名称匹配型 (Ｌａｆｆｅｒｔｙ ｅｔ ａｌ􀆰 ꎬ ２００４) ꎮ Ｖａｎｈａｍｍｅ 等 (２００９) 根据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历史的长短区分

为长期 ＣＳＲ 与短期 ＣＳＲꎮ 王汉瑛等 (２０１６) 则是基于 ＣＳＲ 方案的针对对象将之区分为慈善型 ＣＳＲ 与

商业型 ＣＳＲꎮ 现有的 ＣＳＲ 行为相关研究大多遵循这些分类方式ꎬ 并据此解释预测消费者的行为反应ꎮ
然而ꎬ 消费者的心理体验很大程度上会受其所处文化环境的影响ꎬ 以上这些分类方式无法很好

地体现出中国文化背景下消费者独特的情感特征ꎮ 大量本土心理学及中国哲学的研究表明ꎬ 儒家思

想主导下的中国社会是一个既讲究 “德行” 又讲究 “关系” 的社会ꎬ 其道德理性是以情为基础的

“情之理”ꎬ 这既不同于以意志功能为基础的西方实践理性ꎬ 也不同于以理论认识为目的的西方纯粹

理性 (李小燕ꎬ ２０１７) ꎮ 中国社会是以 “己” 为中心的 “差序社会” ———对于地位越高、 关系越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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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的人ꎬ 人们对其履行道德的程度和优先级也越高 (周大鸣ꎬ ２０２２) ꎮ 基于中国社会结构的这种 “伦理

本位” 特性ꎬ 童泽林等 (２０１５) 依照梁启超所提出的 “中国􀆺􀆺偏于私德ꎬ 而公德殆阙如” “人人独善

其身者谓之私德ꎬ 人人相善其群者谓之公德” 等思想ꎬ 将这种由亲疏差距导致的道德程度差异行为区分

为公德与私德ꎬ 并由个体层面进一步借鉴于组织层面ꎮ 其中ꎬ 道德行为对象为股东、 员工、 合作伙伴、
消费者和政府的为私德ꎬ 如保障消费者权益、 提升员工福利水平和实现股东财富最大化ꎻ 此范畴之外则

为公德ꎬ 如积极保护环境、 进行无偿公益性捐赠 (李四兰等ꎬ ２０２０) ꎮ 因此ꎬ 在 “做” 的层次上ꎬ 本文

采用 “公德” “私德” 这一 ＣＳＲ 行为分类方式ꎬ 以探讨立足于本土社会文化背景的 ＣＳＲ 修复理论ꎮ

２􀆰 ３　 企业社会责任怀疑

ＣＳＲ 影响着消费者的内在反应 (消费者关注、 归因、 态度、 信任等) 与外在行为 (消费者的购

买意愿等) (刘小平等ꎬ ２０２０) ꎬ 而在 ＰＨＣ “污名” 的负面情境下ꎬ 公众会更倾向于将企业的 ＣＳＲ 努

力视作绕过更切实的解决方案来恢复品牌声誉的 “投机取巧” (Ｖａｎｈａｍｍｅ ＆ Ｇｒｏｂｂｅｎꎬ ２００９) ꎮ 解释

这种消费者心理的一个重要机制是企业社会责任怀疑 (ＣＳＲ ｓｋｅｐｔｉｃｉｓｍ)ꎬ 即 “公众倾向于质疑、 怀

疑和不信任企业的 ＣＳＲ 动机、 ＣＳＲ 信息、 ＣＳＲ 管理、 ＣＳＲ 结果以及其声称的对社会负责的立场与行

动” (Ｒｏｍａｎｉ ｅｔ ａｌ􀆰 ꎬ ２０１６) ꎮ ＣＳＲ 怀疑源于公众意识中的利益导向的企业本质和公益导向的 ＣＳＲ 本

质之间的矛盾———前者致力于增加利润ꎬ 后者则是对创造更美好社会的自愿承诺ꎬ 这种信念在公众

反复经历企业的 ＣＳＲ 行为和主张的不一致中得以产生并强化 (Ｗｅｂｂ ＆ Ｍｏｈｒꎬ １９９８) ꎮ
作为企业的一类特殊营销活动ꎬ ＣＳＲ 本就极易被公众质疑为一种有意的、 机会主义的商业操纵

行为ꎬ 而 ＰＨＣ 丑闻的特定情境使得企业处于更为严格的审查状态ꎬ 公众会更倾向于将企业的 ＣＳＲ 努

力视作绕过更切实的解决方案来恢复品牌声誉的 “投机取巧” (Ｖａｎｈａｍｍｅ ＆ Ｇｒｏｂｂｅｎꎬ ２００９) ꎮ 市场

经济发展的最大特征是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ꎬ 目前我国诚信道德体系尚不完备ꎬ 契约精神尚未深入ꎬ
此时企业往往为利益所驱动ꎬ 在商业活动中失信违约ꎻ 再加上企业漂绿、 伪社会责任等策略性 “责
任脱耦” 行径频繁曝光下社会舆论的不断蔓延 (肖红军ꎬ ２０２０) ꎬ 公众会潜移默化地形成一种普遍的

社会心理: 企业逐利ꎮ 出于风险厌恶ꎬ 公众在面对企业的 ＣＳＲ 信息时ꎬ 会普遍持有一种固有的怀疑

态度ꎬ “企业普遍存在机会主义行为ꎬ 且这种机会主义有害于整个消费市场” (Ｈｅｌｍꎬ ２００６) ꎬ 进而

会发展为对 ＣＳＲ 的 “漠视” 甚至 “敌视”ꎮ

３􀆰 研究假设

３􀆰 １　 ＣＳＲ 动机的自我曝光与品牌危机修复效果

基于有效市场的构建逻辑ꎬ 企业的根本追求本就在于实现 “利润最大化”ꎬ 其 ＣＳＲ 运筹亦是其

中的一环ꎮ Ａｇｕｉｌｌｅｒａ 等 (２００７) 经对比英美模式与大陆模式的 ＣＳＲ 得出ꎬ 企业履行 ＣＳＲ 的动机均主

要是为实现企业的短期利润与长期利益ꎮ 李海婴等 (２００６) 从竞争关键要素的角度分析得出ꎬ 企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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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利性决定了经济动因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最大推动力ꎬ 履行社会责任是企业为加强获取竞争性

资源的能力ꎮ 谢佩洪 (２００８) 也指出ꎬ 内在的利益驱动机制 (经济利润、 保值增值) 和外在的合法

性机制 (预防外部伤害ꎬ 提高资源积累能力) 促使企业履行社会责任ꎮ 不可否认ꎬ 企业的 “逐利”
行为的确推动着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ꎬ “利己型” 企业的 ＣＳＲ 承担甚至更能降低财务违规行为发生

的可能性 (刘爱明和石淑华ꎬ ２０２１) ꎮ 因此ꎬ 企业的 “经济人” 属性本身并非负面ꎬ 消费者在很大

程度上会承认并接受其 “利己” 倾向 (Ｋｉｍ ＆ Ｃｈｏｉꎬ ２０１８) ꎬ 而只有当公众意识到 “企业试图用伪

装的无私来掩盖自私的目标” 时才会衍生反感情绪ꎮ
ＣＳＲ 修复发生在危机曝光后ꎬ 这种被动的反应型补救策略作为一种问题导向性行为本就自带

“工具性” 属性 (Ｃｈｉｕ ＆ Ｓｈａｒｆｍａｎꎬ ２０１１) ꎬ 再加上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得企业的 “逐利” 形象愈发

深入人心ꎬ 若企业此时仍强调自身的公共服务动机ꎬ 反而极易引发公众的伪善感知ꎬ 促使消费者

裁定企业的 ＣＳＲ 承担是 “讨好” 公众的权宜之计ꎮ ＰＨＣ 情境下ꎬ 涉事企业需向公众展现出的是赎

罪的真诚ꎬ 此时明确的动机承认象征着企业行为的透明化ꎬ 可有效规范消费者的负面归因 (Ｄｏｗｌｉｎｇ ＆
Ｍｏｒａｎꎬ ２０１２) ꎮ 同时ꎬ 企业主体对于 ＣＳＲ 动机的这种 “自曝” 能很好地预防第三方媒体报道信息失真

的可能ꎬ 为企业的危机管理占据主导地位ꎮ 自我曝光服务于企业自身的 ＣＳＲ 方案由于契合了企业的

“逐利” 本质而更能使消费者恢复外部环境变化与自我认知的平衡ꎬ 这种坦诚进行自我揭露的沟通策略

更能激发消费者对 ＣＳＲ 的认同态度ꎬ 进而促进危机修复ꎮ 因此ꎬ 提出假设:
Ｈ１: 相较于 “公共服务动机”ꎬ 企业主动曝光 “企业服务动机” 可达成更好的危机修复效果ꎮ

３􀆰 ２　 ＣＳＲ 怀疑的中介作用

ＣＳＲ 实践中ꎬ 企业机会主义行为泛滥ꎬ 如对外宣传的 ＣＳＲ 政策或承诺与内部的做法或惯例相脱

节、 表面上承诺采取一些责任行为却并未实际落实ꎬ 或报告的社会责任表现与实际绩效相脱钩等

(肖红军ꎬ ２０２０) ꎮ 此类现象的盛行逐渐加剧了消费者对于 “ＣＳＲ 是否被企业战略性地用于增强危机

管理效率” 的怀疑ꎮ 因此ꎬ 企业方所宣称的 “行善” 往往相悖于消费者的评判倾向ꎬ 逆火效应

(ｂａｃｋｆｉｒｅ ｅｆｆｅｃｔ) (陈通等ꎬ ２０１８) 下ꎬ 对于 “公共服务动机” 的强调将极易陷入 “自我营销困境”ꎬ
不仅难以激励消费者的正面感知ꎬ 反而极易引发 ＣＳＲ 怀疑ꎮ 作为一种消极反应ꎬ ＣＳＲ 怀疑质疑了

企业的价值主张ꎬ 不利于公众的企业态度及对企业的支持倾向 (Ｋｉｍꎬ ２０１４)ꎬ 威胁着危机修复ꎮ
相反ꎬ “企业服务动机” 的承认反而会让公众感受到企业对于错误的诚实面对ꎬ 更相信企业正采

取具体行动解决问题ꎬ 进而削弱 ＣＳＲ 怀疑ꎮ Ｖｒｉｅｓ 等 (２０１５) 也曾提出ꎬ 当企业公开其 ＣＳＲ 参与是出

于经济动机而非环境动机时ꎬ 更有助于减轻公众对企业漂绿的怀疑ꎻ Ｋｉｍ 等 (２０１４) 也表明ꎬ 在 ＣＳＲ
方案中说明企业服务动机能减弱公众对 ＣＳＲ 计划的怀疑ꎬ 因为 “利益相关者重视企业的透明沟通ꎬ
并赞赏企业试图平衡经济责任、 道德义务和慈善事业的努力”ꎮ 在善因营销领域内ꎬ Ｂａｅ (２０１８) 也进

一步证实了ꎬ 企业服务动机的承认有助于弥合传达的内容 (陈述动机) 与感知的内容 (感知动机)
间的差距ꎬ 相较于仅在 ＣＲＭ 广告中表明公共服务动机ꎬ 同时表明其公共服务动机与企业服务动机可

使高怀疑倾向的消费者感知到更好的企业信誉ꎮ 综上ꎬ 提出假设:
Ｈ２ａ: 相较于强调 “公共服务动机”ꎬ 企业主动曝光其 “企业服务动机” 更能抑制 ＣＳＲ 怀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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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２ｂ: ＣＳＲ 怀疑负向影响品牌危机修复效果ꎮ
Ｈ２ｃ: ＣＳＲ 怀疑在 ＣＳＲ 动机的自我曝光对品牌危机修复效果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ꎮ

３􀆰 ３　 ＣＳＲ 行为类型的调节作用

ＣＳＲ 实施过程中ꎬ 企业 “宣扬的 ＣＳＲ 理念和实际 ＣＳＲ 行为间不一致” 的现象往往会影响消费者

感知与评价 (樊帅等ꎬ ２０２０) ꎮ 在不同的 “做法” 下ꎬ 公众对于不同的 “说法” 会持有不同的态度ꎮ
ＰＨＣ 事件之所以能掀起巨大的社会反响ꎬ 根本原因在于产品伤害与消费者自身权益息息相关ꎬ 威胁

了消费者对品牌期望价值 (功能性、 体验性、 社会性价值) 的自我利益推断 (陶红和卫海英ꎬ
２０１６)ꎮ 而私德行为正有助于增强消费者对品牌生产能力的信任 (曹凯等ꎬ ２０１７) ꎬ 体现出较强的信

息诊断力ꎬ 有效弥补了品牌实效合法性的缺失ꎬ 化解了消费者对产品绩效的不确定性感知 (李四兰

等ꎬ ２０２０) ꎮ 作为一种针对性修复ꎬ 私德情境下ꎬ 企业对于 “企业服务动机” 的自我曝光正是一种

“勇于面对” 与 “坦然认错”ꎮ 企业实际 ＣＳＲ 与陈述 ＣＳＲ 之间的接洽得以给消费者带来心理安慰ꎬ 作

为 “定心丸” 提高消费者对于企业 ＣＳＲ 方案的真诚感知ꎬ 并促使消费者重新评估与反思缓解对企业

的负面情绪 (崔泮为等ꎬ ２０１５) ꎬ 进而降低 ＣＳＲ 怀疑ꎬ 对消费者的后续态度与购买意向产生正向影

响ꎮ 而若企业强调其 “公共服务动机”ꎬ 这种 “说一套ꎬ 做一套” 的行为更像是一个道义 “伪君

子”ꎬ 进而将激发消费者的防御警惕心理ꎬ 增加消费者的 ＣＳＲ 怀疑ꎬ 更易坐实企业的 “做秀” 名头ꎬ
不利于危机修复ꎮ

公德作为一种面向广大社会公众不以营利为目的的自愿性自我牺牲行为ꎬ 更能增强的是消费者

对品牌正直和善意的信任 (曹凯等ꎬ ２０１７) ꎮ 这种价值相关型感知尤为抽象ꎬ 不仅极易扩大消费者的

心理距离、 降低消费者的关联性感知 (黄珺和朱攀ꎬ ２０１５) ꎬ 也不具备较强的信息诊断力ꎬ 难以解决

消费者对产品绩效的不确定性感知 (童泽林等ꎬ ２０１５) ꎮ 此时ꎬ 消费者不太可能会积极主动搜寻多元

化信息ꎬ 对信息进行理解与内化ꎬ 而是本能、 习惯性地产生怀疑ꎬ 将此类公德行为笼统地归于企

业应对危机而采取的机会主义行为ꎮ 此时ꎬ 相较于 “公共服务动机”ꎬ 企业 “利己动机” 的自曝

对于 ＣＳＲ 怀疑的抑制能力将受到一定的限制ꎬ 对于危机修复的促进作用较弱ꎮ 综上ꎬ 提出假设:
Ｈ３ａ: ＣＳＲ 行为显著调节 ＣＳＲ 动机的自我曝光与 ＣＳＲ 怀疑的关系ꎮ 相较于公德ꎬ 私德情境下ꎬ

“企业服务动机” 对 ＣＳＲ 怀疑的抑制能力更加显著ꎮ
Ｈ２ｃ 指出ꎬ ＣＳＲ 动机的自我曝光通过 ＣＳＲ 怀疑影响品牌危机修复效果ꎮ Ｈ３ａ 指出ꎬ ＣＳＲ 行为显

著调节 ＣＳＲ 动机的自我曝光与 ＣＳＲ 怀疑的关系: 相较于公德ꎬ 私德情境下ꎬ “企业服务动机” 对

ＣＳＲ 怀疑的抑制能力更加显著ꎮ 整合 Ｈ２ｃ 与 Ｈ３ａꎬ 本研究提出一个被调节的中介作用ꎬ 即 Ｈ３ｂꎮ
Ｈ３ｂ: ＣＳＲ 行为显著调节 ＣＳＲ 怀疑在 ＣＳＲ 动机的自我曝光与品牌危机修复效果间的中介作用ꎮ

相较于公德ꎬ 私德情境下ꎬ ＣＳＲ 动机的自我曝光通过 ＣＳＲ 怀疑影响品牌危机修复效果的作用更加显

著ꎮ

３􀆰 ４　 ＣＳＲ 行为类型与 ＣＳＲ 怀疑

企业资源有限ꎬ 若被更多地用于帮助 “外人”ꎬ 势必就会短缺于 “家人”ꎮ 而企业具体生产、 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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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和运营等是依靠 “家人” 实现的ꎬ 因而公德行为会稀释可用于生产能力建设方面的资源投入ꎬ 限

制了企业生产能力的提高 (童泽林等ꎬ ２０１５) ꎮ 而对于 “私德”ꎬ 其行为对象与企业间具备较强的利

益关联ꎬ 与其商业经营及盈利息息相关ꎮ 基于合法性理论ꎬ 企业积极履行私德更能获得员工、 投资

者等内部利益相关者的认可、 忠诚和组织契合行为 (戴鑫等ꎬ ２０１１) ꎮ 基于资源约束理论ꎬ 企业对利

益相关者提供的资源具有依赖性ꎬ 更多地履行私德ꎬ 就能获得更多实质性的经济资源与财务效益

(买生等ꎬ ２０１５) ꎬ 进而提升核心业务的专业性ꎬ 为企业注入更具持久性的竞争优势ꎬ 促进 “有目的

的利润”ꎮ 价值共享互惠下ꎬ 企业解决社会问题的参与不再仅是成本支出ꎬ 亦无须 “牺牲” 利润ꎬ 因

而企业具备更强的主观能动性ꎬ 将更愿意为此投入更多的精力ꎮ
公德本质上是私德的延伸放大ꎬ 对 “公” 的维护应建立在对 “私” 的认可与尊重上ꎮ 合理的自

有权利无法实现ꎬ 所提倡的 “公” 也会失去立足点 (刘泽华和张荣明ꎬ ２００３) ꎬ 盲目地在私德之外

推进公德反而会强化公众对于 “企业自身如何从促进此类社会事业中受益” 的困惑ꎮ 王汉瑛等

(２０１６) 的研究也提出ꎬ 避免优先投资于慈善型 ＣＳＲ 是走出 ＣＳＲ 修复策略困境的必要条件ꎬ 只有当

商业型 ＣＳＲ 较高时ꎬ 高慈善型 ＣＳＲ 才会起到积极的 ＰＨＣ 修复作用ꎮ 再者ꎬ 中国消费者具有较强的损

失规避与风险厌恶倾向ꎬ 私德由于涉及了主要利益相关者保护ꎬ 且与企业的商业价值追求具契合性

与同向性ꎬ 可更有效地降低消费者遭遇潜在损失的概率 (王汉瑛和田虹ꎬ ２０１６) ꎮ 因此ꎬ 私德情境

下ꎬ 消费者对 ＣＳＲ 怀疑的程度更低ꎬ 更相信企业会 “做好好事” “改过自新”ꎮ 由此ꎬ 提出假设:
Ｈ４: 与公德相比ꎬ 私德型 ＣＳＲ 更有利于降低 ＣＳＲ 怀疑ꎬ 提升品牌危机修复效果ꎮ
综上ꎬ 本研究的概念模型如图 １ 所示ꎮ

图 １　 模型框架

４􀆰 预实验: 实验情景开发与操控检查

预实验有两个目的: 一是选取实验刺激物 (企业 ＰＨＣ 事件)ꎬ 并开发实证检验中用于操控企业

ＣＳＲ 动机的自我曝光、 ＣＳＲ 行为的实验情景ꎻ 二是对企业 ＣＳＲ 动机的自我曝光、 ＣＳＲ 行为进行操控

检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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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１　 实验情境开发

本研究采用从网络上收集整理汇编真实案例的实证方法ꎮ
首先ꎬ 在刺激物的选取上ꎬ 本文对近几年 ＰＨＣ 事件进行了梳理分类: 一是全行业产品事件 (如

２０１９ 年乳制品行业 “芳香烃事件” )ꎻ 二是个别产品问题 (如 ２０１８ 年特斯拉新能源汽车 “碳排放”
超标事件)ꎮ 为避免行业产品问题的溢出效应及个人习惯偏好的作用ꎬ 本文将 “新能源汽车碳排放超

标” 作为实验的刺激事件ꎮ 在实验背景选择上ꎬ 本文采取虚拟的 ＸＹＺ 名称以排除现实品牌对结果的

干扰ꎬ ＸＹＺ 背景资料以现实中三家新能源汽车制造企业为蓝本改编而成ꎬ 同时ꎬ 为避免企业自身市

场要素对实验结果的影响ꎬ 尽量将其控制在中等水平ꎮ 此外ꎬ 相较于国有企业ꎬ 非国有企业承担社

会责任的机会主义动机更加强烈ꎬ ＣＳＲ 和盈余管理的正相关关系也更强 (李姝等ꎬ ２０１９) ꎬ 因此ꎬ 本

文将研究对象 ＸＹＺ 设定为非国有企业以提高研究显著性ꎮ
其次ꎬ 本文借鉴 Ｖｒｉｅｓ 等 (２０１５) 的研究操纵所述动机ꎬ ＣＳＲ 动机材料分组的区别在于: 企业服

务动机组的陈述信息包括诸如 “我们投资环保事业的发展ꎬ 因为我们希望从长远来看能得到有利的

投资回报” 等语句ꎻ 公共服务动机组的陈述信息包含诸如 “我们投资于环境保护的发展ꎬ 因为我们

关心自然环境” 之类的语句ꎮ
再者ꎬ 在企业 ＣＳＲ 行为类型的实验情境开发上ꎬ 为保证实验结论具有一定的外部效度ꎬ 情景设

计素材均来自主流网络媒体对企业 ＣＳＲ 行为的真实报道ꎮ 本研究借鉴黄静等 (２０１０) 的做法ꎬ 展开

企业公德和私德行为的实验情景开发:
第一步ꎬ 按照 ３ 个条件搜索媒体报道: 一是新闻报道主题是 ＣＳＲ 行为ꎻ 二是报道来源于具一定

社会影响力的权威报刊或主流网站ꎻ 三是报道事件发生在近 ５ 年以内ꎮ 最终ꎬ 结合 “ＣＳＲ 中国教育

榜” 优秀企业案例与相关企业的官网材料ꎬ 共收集到 １０ 篇媒体报道ꎮ
第二步ꎬ 在告知企业公德和私德行为定义后ꎬ 请 ３ 名营销学专家经过 ２ 轮讨论ꎬ 选择出最符合

公德和私德定义的 ＣＳＲ 媒体报道各 ２ 篇ꎬ 共计 ４ 篇ꎮ 企业私德材料包括 ＬＧ 新能源 “动力电池创新

竞赛” 和宝马 “儿童交通安全训练营”ꎻ 企业公德材料包括索尼 “绿色征程环保营” 和国网四川省

电力公司 “电力技能人才培养项目”ꎮ
第三步ꎬ 随机选择安徽某高校 ３０ 名非管理专业的学生ꎬ 在告知企业公德和私德行为的定义

后ꎬ 要求他们对企业 ＣＳＲ 行为进行分类ꎬ 具体结果如表 １ 所示ꎮ 由于被试对 ＬＧ 新能源动力电池

创新竞赛和索尼的环保营活动行为做出了 １００％正确分类ꎬ 所以二者分别作为私德和公德行为的实

验情景ꎮ
第四步ꎬ 模仿媒体报道的风格对企业 ＣＳＲ 行为进行描述ꎬ 描述内容包括企业名称、 企业 ＣＳＲ 行

为及结果ꎮ 两组情境的主要区别在于其 ＣＳＲ 方案更能使何种层次的利益相关者受益ꎬ 公德情景材料

主要呈现: “ＸＹＺ 大力支持环保训练营ꎬ 让更多公众关注环境保护及生态文明建设ꎬ 推动实现环境零

负荷”ꎻ 私德情景材料则主要呈现: “ＸＹＺ 通过培养更多对动力电池和材料有浓厚兴趣和研究的优秀

人才ꎬ 助力企业动力电池技术创新”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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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实验情境的样本选择结果

企业私德行为 企业公德行为

企业 ＣＳＲ 行为

分类正确率

ＬＧ 新能源 宝马 国网 索尼

１００％ ７５％ ８０％ １００％

４􀆰 ２　 预实验设计及操控检查

(１) 企业所述 ＣＳＲ 动机检查ꎮ “预实验 １” 邀请安徽地区的 ７０ 名大学生参加ꎬ 其中男生 ２８ 人

(占 ４０􀆰 ０％)ꎮ 各 ３５ 名被试被随机分配到 “企业服务动机” 声明和 “公共服务动机” 声明操控组ꎮ
配对样本 Ｔ 检验的结果表明ꎬ 在 “企业服务动机” 组ꎬ 消费者对企业利己性感知的均值显著高于利

他性感知的均值 (Ｍ企业服务动机 ＝ ５􀆰 ７４> Ｍ公共服务动机 ＝ ３􀆰 ９４ꎬ ｔ ＝ －６􀆰 ４１ꎬ ｐ<０􀆰 ００１)ꎻ 在 “公共服务动机”
组ꎬ 消费者对企业利他性感知的均值显著高于利己性感知的均值 (Ｍ企业服务动机 ＝ ４􀆰 １８<Ｍ公共服务动机 ＝
５􀆰 ６５ꎬ ｔ＝ ５􀆰 ２４ꎬ ｐ<０􀆰 ００１)ꎮ 企业 ＣＳＲ 动机操纵成功ꎬ 可用于主实验ꎮ

(２) 企业公德和私德行为检查ꎮ “预实验 ２” 招募了安徽地区的 ６２ 名大学生参加ꎬ 其中男生 ４２
人 (占 ６７􀆰 ７％)ꎮ 各 ３１ 名被试被随机分配到公德和私德操控组ꎮ 被试被要求先阅读企业 ＣＳＲ 行为的

操控材料ꎬ 然后在语义差别量表上对 ＣＳＲ 行为进行评分 (１ 分代表私德ꎬ ７ 分代表公德)ꎮ 独立样本

Ｔ 检验的结果表明ꎬ 公德组评分显著高于私德组评分 (Ｍ公德 ＝ ６􀆰 ０６ > Ｍ私德 ＝ ２􀆰 ０３ꎬ ｔ ＝ －１８􀆰 ３６４ꎬ ｐ<
０􀆰 ００１)ꎬ 且两组评分均值均远离中位数 ４ꎮ 此外ꎬ 采用童泽林等 (２０１５) 关于道德水平的量表ꎬ 要

求被试对企业不同 ＣＳＲ 行为的道德水平打分ꎬ 公德组与私德组间道德水平的均值无明显差异 ( ｐ>
０􀆰 ０５)ꎬ 道德水平操控成功ꎮ 再者ꎬ 被试对两则材料的具体性感知无显著差异 (ｐ>０􀆰 ０５)ꎮ 企业 ＣＳＲ
行为类型操纵成功ꎬ 可用于主实验ꎮ

此外ꎬ 为确保正式实验所采用的测量工具清晰、 无歧义ꎬ 借鉴 Ａｎｔｏｎｅｔｔｉ 等 (２０１６) 的做法ꎬ 用

开放式问题的形式要求被试指出测量题项的不清晰之处ꎬ 结果表明题项清晰无歧义ꎮ

５􀆰 研究一: ＣＳＲ 动机的自我曝光对品牌危机修复效果的影响

研究目的: 验证研究模型的主效应ꎬ 即在 ＰＨＣ 情境下ꎬ 探索企业主体曝光的 ＣＳＲ 动机类型与品

牌危机修复效果间的作用机制和边界条件ꎮ 实验设计为 ２ (ＣＳＲ 动机的自我曝光: 企业服务动机 ｖｓ􀆰
公共服务动机) ×２ (ＣＳＲ 行为: 私德 ｖｓ􀆰 公德) 组间实验ꎬ 研究对象为对 ＣＳＲ 有一定关注和了解的

群体ꎮ 调研在线下进行ꎬ 以安徽某高校本科生、 研究生及 ＭＢＡ 学员为主ꎬ 共收集 １５０ 份问卷ꎬ 剔除

无效问卷ꎬ 最终有效问卷为 １３９ 份ꎬ 有效率达 ９２􀆰 ７％ꎮ 其中ꎬ 男生 ６６ 人 (占 ４７􀆰 ５％)ꎬ 女生 ７３ 人

(占 ５２􀆰 ５％)ꎬ 男女比例接近 １ ∶ １ꎬ 较为均衡ꎻ 年龄层集中在 １９ ~ ２３ 岁 (占 ４８􀆰 ２％)ꎻ 学历以本科为

主 (占 ７２􀆰 ７％)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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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１　 研究设计

实验分为以下几个部分:
第一步ꎬ 将被试随机分配到四种实验情境中ꎬ 以口头方式告知每组被试实验目的在于了解消费

者对品牌问题的看法ꎬ 实验结果仅供学术研究之用ꎮ 实验采取的形式是先认真阅读实验情景材料ꎬ
再回答相应问题ꎬ 并要求被试在填写时认真做答ꎬ 不能交互交流ꎬ 以提高实验结果的准确性ꎮ

第二步ꎬ 向被试发放有关 ＸＹＺ 品牌主要特点和品牌前期 ＣＳＲ 声誉的第一份问卷ꎬ 请被试根据刺

激材料填写ꎮ 本研究将品牌 ＣＳＲ 声誉控制为中等水平ꎬ 以尽量减少品牌前期声誉对被试危机后反应

的影响ꎮ
第三步ꎬ 请被试阅读 ＸＹＺ 新能源汽车因碳排放超标而召回车辆的相关新闻、 产品危机事件后的

企业 ＣＳＲ 行为及发布的 ＣＳＲ 动机声明的刺激材料ꎬ 四组实验材料字数相当ꎮ 阅读结束后ꎬ 要求被试

填写第二份问卷ꎮ 问卷内容包括对企业 ＣＳＲ 所述动机的判断、 对企业公德与私德行为的判断ꎬ 并测

量了感知 ＣＳＲ 重要性、 危机涉入度、 危机严重性、 企业道德水平、 ＣＳＲ 怀疑以及原谅意愿与未来互

动意愿ꎮ
第四步ꎬ 为排除个人特质对实验结果的影响ꎬ 在背景资料部分ꎬ 本文收集了被试的性别、 年龄

和教育程度等人口统计变量ꎬ 以保证实验的随机性和科学性ꎮ 最后ꎬ 回收问卷并表示感谢ꎮ

５􀆰 ２　 变量测量与信、 效度分析

本研究采用的测量工具均为成熟量表ꎬ 并采用 Ｌｉｋｅｒｔ￣７ 点计分法 (１＝完全反对ꎬ ７＝完全同意)ꎮ
(１) 企业所述动机的测量参考了 Ｋｉｍ 等 (２０１５) 使用的测量量表ꎮ 其中ꎬ “公共服务动机” 共三

个问项 (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α 系数 ＝ ０􀆰 ９１７ꎬ 因子载荷分别为 ０􀆰 ８８２、 ０􀆰 ９３４、 ０􀆰 ９３８ꎬ 方差解释率为

８５􀆰 ８２３％)ꎬ 如 “ＸＹＺ 是受到道义感、 责任感的驱使而自发地帮助社会公众”ꎻ “企业服务动机” 共

三个问项 (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α 系数 ＝ ０􀆰 ８７３ꎬ 因子载荷分别为 ０􀆰 ８４８、 ０􀆰 ８５２、 ０８８７ꎬ 方差解释率为

７９􀆰 ７６５％)ꎬ 如 “ＸＹＺ 企图参与慈善活动以促进经济利益”ꎮ
(２) ＣＳＲ 怀疑的测量参考了 Ｄａｌａｌ 等 (２０２１) 使用的测量量表ꎬ 共三个测项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α 系数＝

０􀆰 ９０３ꎬ 因子载荷分别为 ０􀆰 ８３５、 ０􀆰 ８５９、 ０􀆰 ８５０ꎬ 方差解释率为 ８３􀆰 ８２１％)ꎬ 如 “ＸＹＺ 不会真心实意

地投入其发起的社会责任活动”ꎮ
(３) 品牌危机修复效果以情感层面的消费者原谅和行为意向层面的未来互动意愿两个维度进行

测量 (陶红和卫海英ꎬ ２０１６) ꎬ 共 ４ 个测项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α 系数 ＝ ０􀆰 ９０９ꎬ 因子载荷分别为 ０􀆰 ８２３、
０􀆰 ８２０、 ０􀆰 ７８０、 ０􀆰 ８３２ꎬ 方差解释率为 ７８􀆰 ７０９％)ꎮ 其中ꎬ 消费者原谅参考 Ｓａｎｔｅｌｌｉ 等 (２００９) 对原谅

意愿的测量量表ꎬ 包括 ２ 个测项ꎬ 如 “我愿意原谅 ＸＹＺ 犯下的错误”ꎻ 未来互动意愿主要参考了

Ｓｔｏｃｋｍｙｅｒ (１９９６) 对重购意愿的量表ꎬ 包括 ２ 个测项ꎬ 如 “我未来愿意购买 ＸＹＺ 的产品”ꎮ
本研究各潜变量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α 系数均大于 ０􀆰 ７ꎬ 整体信度良好ꎮ 在验证性因子分析 (ＣＦＡ) 中ꎬ

各变量平均提取方差 (ＡＶＥ) 均大于 ０􀆰 ５ꎬ 组合信度 (ＣＲ) 均大于 ０􀆰 ７ꎬ 具有较好的收敛效度和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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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效度ꎮ 本文量表均来自成熟研究ꎬ 经反复双向翻译后定稿ꎬ 具有较好的内容效度ꎮ

５􀆰 ３　 操控检验

(１) 企业所述 ＣＳＲ 动机的操控ꎮ 配对样本 Ｔ 检验结果表明ꎬ 在 “企业服务动机” 组ꎬ 消费者对

企业利己性感知的均值显著高于利他性感知的均值 (Ｍ企业服务动机 ＝ ５􀆰 ３３ > Ｍ公共服务动机 ＝ ４􀆰 ７４ꎬ ｔ＝ －２􀆰 ５３ꎬ
ｐ<０􀆰 ０５)ꎻ 在 “公共服务动机组”ꎬ 消费者对企业利他性感知的均值显著高于利己性感知的均值

(Ｍ公共服务动机 ＝ ４􀆰 ８９ > Ｍ企业服务动机 ＝ ４􀆰 ３８ꎬ ｔ＝ ３􀆰 ０８ꎬ ｐ<０􀆰 ０５)ꎮ 被试均认为企业服务动机组的企业形象更

以自我为中心ꎬ 成功操纵所述动机ꎮ
(２) 企业 ＣＳＲ 行为类型的操控ꎮ 独立样本 Ｔ 检验结果表明ꎬ 公德组评分显著高于私德组评分

(Ｍ公德 ＝ ４􀆰 ９１> Ｍ私德 ＝ ３􀆰 ８９ꎬ ｔ＝ －４􀆰 ０７ꎬ ｐ<０􀆰 ００１)ꎬ 且不同类型 ＣＳＲ 行为的道德水平均值无显著差异

(ｐ>０􀆰 ０５)ꎬ 成功操纵 ＣＳＲ 行为类型ꎮ
(３) 无关变量的操控ꎮ 四组实验间ꎬ 刺激场景均清晰、 可信ꎻ 感知危机严重性无显著差异

(Ｆ (３ꎬ １３５) ＝ １􀆰 ０７ꎬ ｐ>０􀆰 ０５)ꎬ 且均值处于 ４􀆰 ８３~５􀆰 ２１ꎬ 属于中等偏上程度危机ꎬ 消除了由于轻度

危机让被试对材料的反应缺乏积极性和重度危机带来被试过度反应的偏差ꎻ 感知 ＣＳＲ 重要性均值处

于 ５􀆰 ６４~６􀆰 ３０ꎬ 被试普遍认识到了 ＣＳＲ 的重要性ꎬ 且无显著差异 (ｐ>０􀆰 ０５)ꎬ 排除了参与者对 ＣＳＲ
重视程度不同对实验结果可能造成的影响ꎻ 品牌前期 ＣＳＲ 声誉感知无显著差异 (ｐ>０􀆰 ０５)ꎬ 且控制

为中等水平ꎻ 危机涉入感的均值处于 ５􀆰 ２９ ~ ５􀆰 ９７ꎬ 无显著组间差异 (Ｆ (３ꎬ １３５) ＝ １􀆰 ８６８ꎬ ｐ >
０􀆰 ０５)ꎬ 涉入度良好ꎮ

综上ꎬ 所有实验变量的操控达到预期ꎬ 可进行下一步的假设检验ꎮ

５􀆰 ４　 数据同源偏差检验

本文采取实验研究ꎬ 问卷填写过程中所有数据来源于同一被试ꎬ 所以研究可能出现共同方法偏

差 (ＣＭＶ)ꎮ 为尽可能减少同源偏差问题ꎬ 本文在实验过程中对企业 ＣＳＲ 行为情景材料采取了多群

体阅读ꎮ 得出数据后ꎬ 运用 Ｈａｒｍａｎ 单因素方法检验 ＣＭＶ (Ｐｏｄｓａｋｏｆｆꎬ ２００３) ꎬ 采用非旋转主成分分

析法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的结果显示没有出现单一因子ꎬ 且第一个因子对总体变异的解释为

４２􀆰 ５２％ꎬ 小于 ５０％ꎮ 因此ꎬ ＣＭＶ 未对结果造成实质影响ꎮ

５􀆰 ５　 假设检验

本文采用线性回归分析和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方法对假设进行检验ꎬ 统计分析软件为 ＳＰＳＳ２６􀆰 ０ꎬ 具体分析

及结果如下ꎮ
其一ꎬ 检验 ＣＳＲ 怀疑的中介效应 (见表 ２)ꎮ 首先ꎬ 检验自变量对因变量的作用ꎬ Ｍ６ 回归结果

显示ꎬ 在控制了相关人口统计变量后ꎬ 企业 ＣＳＲ 动机的自我曝光与品牌危机修复效果显著正相关

(β＝ １􀆰 ４１９ꎬ ｐ<０􀆰 ００１)ꎬ 说明与强调 “公共服务动机” 相比ꎬ 自我曝光 “企业服务动机” 能产生更

２２１

珞珈管理评论

２０２３ 年卷第 ４ 辑 (总第 ４９ 辑)



积极的危机修复效果ꎬ Ｈ１ 得到验证ꎮ 其次ꎬ 检验自变量对中介变量的影响ꎬ Ｍ２ 显示ꎬ 企业 ＣＳＲ 动

机的自我曝光负向影响 ＣＳＲ 怀疑 (β ＝ －１􀆰 ２７１ꎬ ｐ<０􀆰 ００１) ꎬ 即相较于 “公共服务动机”ꎬ 企业主动

表明其 “企业服务动机” 更能降低 ＣＳＲ 怀疑ꎬ Ｈ２ａ 得到验证ꎮ Ｍ７ 表明ꎬ ＣＳＲ 怀疑与品牌危机修复

效果之间是负向影响的关系 (β＝ －０􀆰 ５６７ꎬ ｐ<０􀆰 ００１) ꎬ Ｈ２ｂ 得到检验ꎮ 同时ꎬ 由 Ｍ８ 回归结果可知ꎬ
在加了 ＣＳＲ 怀疑这一中介变量以后ꎬ ＣＳＲ 怀疑与危机修复效果间的负向关系显著 (β ＝ －０􀆰 ２９８ꎬ ｐ<
０􀆰 ００１) ꎬ 企业 ＣＳＲ 动机的自我曝光正向影响品牌危机修复效果的结果虽有所减弱但仍然显著 (β ＝
１􀆰 ０４０ꎬ ｐ<０􀆰 ００１) ꎬ 表明 ＣＳＲ 怀疑部分中介了 ＣＳＲ 动机的自我曝光对品牌危机修复效果的正向影响

过程ꎮ 由此ꎬ Ｈ２ｃ 得到部分验证ꎮ

表 ２ 线性回归分析结果

变　 　 量
ＣＳＲ 怀疑 品牌危机修复效果

Ｍ１ Ｍ２ Ｍ３ Ｍ４ Ｍ５ Ｍ６ Ｍ７ Ｍ８
控制变量

性别 ０􀆰 １５１ ０􀆰 ２１２ ０􀆰 ２１０ ０􀆰 ０８７ ０􀆰 ０１１ －０􀆰 ０５７ ０􀆰 ０９７ ０􀆰 ００６
年龄 ０􀆰 ８０４∗∗∗ ０􀆰 ５１３∗∗∗ ０􀆰 ５５５∗∗∗ ０􀆰 ０５７ －０􀆰 ４４２∗∗∗ －０􀆰 １１６ ０􀆰 ０１５ ０􀆰 ０３７
教育程度 －０􀆰 ７３１∗∗∗ －０􀆰 ２５３ －０􀆰 ２１１ －０􀆰 ０９９ ０􀆰 ９９４∗∗∗ ０􀆰 ４６１∗∗ ０􀆰 ５７９∗∗ ０􀆰 ３８５
自变量

ＣＳＲ 动机的自我曝光 (１ ＝ 企

业服务动机) －１􀆰 ２７１∗∗∗ －１􀆰 ２６６∗∗∗ －１􀆰 ５６５∗∗∗ １􀆰 ４１９∗∗∗ １􀆰 ０４０∗∗∗

调节变量

ＣＳＲ 行为 (１＝私德) －０􀆰 １１６∗ ０􀆰 ４８７∗

交互项

ＣＳＲ 动机的自我曝光 (１ ＝ 企

业服务动机) ×ＣＳＲ 行为 (１＝
私德)

－１􀆰 ９２８∗∗∗

中介变量

ＣＳＲ 怀疑 －０􀆰 ５６７∗∗∗ －０􀆰 ２９８∗∗∗

Ｒ２ ０􀆰 ３７０ ０􀆰 ５７７ ０􀆰 ５７８ ０􀆰 ６６６ ０􀆰 ２２３ ０􀆰 ５２６ ０􀆰 ４６１ ０􀆰 ５７０
ΔＲ２ ０􀆰 ３７０ ０􀆰 ２０７ ０􀆰 ００１ ０􀆰 ０８８ ０􀆰 ２２３ ０􀆰 ３０３ ０􀆰 ２３８ ０􀆰 ０４４
Ｆ 值 ２６􀆰 ３８７∗∗∗ ４５􀆰 ６６１∗∗∗ ３６􀆰 ３６２∗∗∗ ４３􀆰 ８６２∗∗∗ １２􀆰 ９２７∗∗∗ ３７􀆰 １７４∗∗∗ ２８􀆰 ６５４∗∗∗ ３８􀆰 ２８５∗∗∗

　 　 注: ∗表示 ｐ<０􀆰 ０５ꎬ ∗∗表示 ｐ<０􀆰 ０１ꎬ ∗∗∗表示 ｐ<０􀆰 ００１ꎮ 下同ꎮ

然后ꎬ 采取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方法ꎬ 设置 Ｐｒｏｃｅｓｓ 程序运行自抽样次数为 ５０００ꎬ 进一步检验中介效应 (见
表 ３)ꎮ 结果表明ꎬ 在加入控制变量的情况下ꎬ ＣＳＲ 动机的自我曝光正向影响品牌危机修复效果的直

接效应显著 (效应值为 １􀆰 ０４０ꎬ ９５％ＣＩ 为 [０􀆰 ６８６ꎬ １􀆰 ３９４]ꎬ 不包含 ０)ꎬ 且通过 ＣＳＲ 怀疑的间接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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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显著 (效应值为 ０􀆰 ３７９ꎬ ９５％ＣＩ 为 [０􀆰 １３１ꎬ ０􀆰 ６９０]ꎬ 不包含 ０)ꎬ 因此 ＣＳＲ 怀疑具有部分中介作

用ꎮ 综上ꎬ ＣＳＲ 怀疑中介效应显著ꎬ 即相较于 “公共服务动机”ꎬ 企业主动曝光 “企业服务动机”
更能减少 ＣＳＲ 怀疑ꎬ 进而促进危机修复ꎮ Ｈ２ｃ 再次得到支持ꎮ

表 ３ 基于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ｉｎｇ 的中介效应模型检验

类别 效应大小 ｅｆｆｅｃｔ 标准误

ＳＥ 统计量 ｔ 显著性 ｐ
９５％置信区间 ＣＩ

下限 ＬＬＣＩ 上限 ＵＬＣＩ
总效应 １􀆰 ４１９ ０􀆰 １５３ ９􀆰 ２５２ ０􀆰 ０００∗∗∗ １􀆰 １１６ １􀆰 ７２３

直接效应 １􀆰 ０４０ ０􀆰 １７９ ５􀆰 ８１２ ０􀆰 ０００∗∗∗ ０􀆰 ６８６ １􀆰 ３９４
间接效应 ０􀆰 ３７９ ０􀆰 １４３ — 不包括 ０ ０􀆰 １３１ ０􀆰 ６９０

其二ꎬ 本文采用线性回归分析的方法检验 ＣＳＲ 行为类型在第一阶段的调节作用ꎮ 把 ＣＳＲ 怀疑作

为结果变量ꎬ 然后将控制变量、 自变量、 调节变量、 交互项先后加入回归ꎮ 调节作用检验见表 ２ 中

的 Ｍ４ꎬ ＣＳＲ 行为类型与 ＣＳＲ 动机的自我曝光的交互项对 ＣＳＲ 怀疑的影响显著 ( β ＝ －１􀆰 ９２８ꎬ ｐ<
０􀆰 ００１) ꎮ 因此ꎬ ＣＳＲ 行为类型调节了 ＣＳＲ 动机的自我曝光正向影响 ＣＳＲ 怀疑的作用ꎬ Ｈ３ａ 得到验

证ꎮ 为更清楚展现 ＣＳＲ 行为类型在 ＣＳＲ 动机的自我曝光与 ＣＳＲ 怀疑间的调节效应ꎬ 简单斜率分析表

明 (见图 ２)ꎬ 私德情境下ꎬ ＣＳＲ 动机的自我曝光对 ＣＳＲ 怀疑的回归系数 (β ＝ －２􀆰 ４５２９ꎬ ｐ<０􀆰 ００１)
显著大于公德情境下 ＣＳＲ 动机的自我曝光对 ＣＳＲ 怀疑的回归系数 (β ＝ －０􀆰 ５２５ꎬ ｐ<０􀆰 ００１)ꎮ 可见ꎬ
企业产品危机后ꎬ 相较于实施公德型 ＣＳＲꎬ 在实施私德型 ＣＳＲ 的情境下ꎬ ＣＳＲ 动机的自我曝光对

ＣＳＲ 怀疑的负向影响更加显著ꎬ 进一步支持了 Ｈ３ａꎮ

图 ２　 ＣＳＲ 行为类型的调节效应

其三ꎬ 上述研究已证明ꎬ ＣＳＲ 行为类型在 ＣＳＲ 动机的自我曝光对 ＣＳＲ 怀疑影响机制中起到调节

作用ꎮ 为保证研究的严谨性ꎬ 需进一步证明 ＣＳＲ 行为类型调节了 ＣＳＲ 动机的自我曝光通过 ＣＳＲ 怀疑

对品牌危机修复效果的间接影响ꎮ 本文根据 Ｈａｙｅｓ 提供的方法ꎬ 基于 Ｐｒｏｃｅｓｓ 插件及宏程序进行拔靴

法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ｍｅｔｈｏｄ) 检验ꎬ 以验证本研究模型被调节的中介作用ꎬ 即 Ｈ３ｂꎮ 检验结果如表 ４ 所示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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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Ｐｒｏｃｅｓｓ 输出结果中的 ｉｎｄｅｘ ＝ ０􀆰 ５７５ (９５％ＣＩ 为 [０􀆰 １７０ꎬ １􀆰 ０７９]ꎬ 不包含 ０ꎬ 显著)ꎬ 存在被调

节的中介效应ꎮ ＣＳＲ 动机的自我曝光通过 ＣＳＲ 怀疑对品牌危机修复效果的间接效应在私德组的效应

值 (β＝ ０􀆰 ７３２ꎬ ９５％ＣＩ 为 [０􀆰 ２３９ꎬ １􀆰 ３０７]ꎬ 不包含 ０) 高于公德组 (β ＝ ０􀆰 １５７ꎬ ９５％ＣＩ 为 [０􀆰 ０４４ꎬ
０􀆰 ３０８]ꎬ 不包含 ０)ꎬ 且两分组差异显著 (Δ ＝ ０􀆰 ５７５ꎬ ９５％ＣＩ 为 [０􀆰 １７０ꎬ １􀆰 ０７９] )ꎮ 综上ꎬ ＣＳＲ 行

为类型调节了 ＣＳＲ 怀疑在 ＣＳＲ 动机的自我曝光对品牌危机修复效果的影响作用中所起的中介作用ꎮ
Ｈ３ｂ 得到支持ꎮ

表 ４ 被调节的中介效应路径分析结果

调节

变量

条件间接效应 被调节的中介效应

效应 标准误
９５％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ｉｎｄｅｘ 标准误

９５％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公德 ０􀆰 １５７ ０􀆰 ０６９ ０􀆰 ０４４ ０􀆰 ３０８
私德 ０􀆰 ７３２ ０􀆰 ２７３ ０􀆰 ２３９ １􀆰 ３０７ ０􀆰 ５７５ ０􀆰 ２３４ ０􀆰 １７０ １􀆰 ０７９

６􀆰 研究二: 补充验证 ＣＳＲ 行为类型对品牌危机修复效果的影响

研究目的: 在研究一的基础上ꎬ 从区分变量维度开始ꎬ 进行单因素组间设计 (ＣＳＲ 行为类型:
公德 ｖｓ􀆰 私德)ꎬ 验证 ＰＨＣ 后ꎬ ＣＳＲ 行为类型在 ＣＳＲ 怀疑的中介作用下对品牌危机修复效果的影响ꎮ
为避免与研究一的研究对象重复ꎬ 研究二的数据主要通过线上有针对性地发放问卷ꎬ 集中于课题组

成员的朋友圈以滚雪球的方式逐渐扩散ꎮ 最后共发放问卷 １００ 份ꎬ 有效问卷 ９３ 份ꎬ 有效率达 ９３％ꎮ
其中ꎬ 男性占比 ６２􀆰 ４％ꎬ 年龄集中在 １９~２７ 岁ꎬ 学历以本科及硕士为主ꎮ

６􀆰 １　 实验设计

为保持研究统一性ꎬ 依旧延续研究一中的刺激物 “新能源汽车碳排放超标” 事件和 ＸＹＺ 企业背

景ꎮ 实验分为三个部分ꎮ 首先ꎬ 被试阅读 ＸＹＺ “新能源汽车碳排放超标” 的新闻ꎮ 其次ꎬ 将被试随

机分配到两组实验情境中ꎬ 阅读 ＰＨＣ 事件后企业不同 ＣＳＲ 行为的材料ꎮ 与研究一保持一致ꎬ 以 ＬＧ
新能源动力电池创新竞赛和索尼的环保营活动行为分别作为私德和公德行为的实验情景原型ꎬ 并模

仿媒体报道的风格进行描述ꎮ 阅读结束后ꎬ 请被试回答 ＣＳＲ 怀疑、 品牌危机修复效果、 企业道德水

平的问卷ꎮ 最后ꎬ 对分组进行情景操控ꎬ 请被试在语义差别量表上对 ＸＹＺ 从事的 ＣＳＲ 行为类型进行

评分 (１＝私德行为ꎬ ７＝公德行为)ꎮ 另外ꎬ 在背景资料部分ꎬ 本文收集了被试的性别、 年龄和教育

程度等信息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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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２　 操控检验及信、 效度分析

９３ 名被试被随机分配到两组中ꎮ 独立样本 Ｔ 检验结果显示ꎬ 公德组评分显著高于私德组评分

(Ｍ公德 ＝４􀆰 ７２>Ｍ私德 ＝ ３􀆰 ６７ꎬ ｔ＝ －３􀆰 １４７ꎬ ｐ<０􀆰 ０１)ꎬ ＣＳＲ 行为类型操纵成功ꎮ 此外ꎬ 企业道德水平量表

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α 系数为 ０􀆰 ８１７ꎬ 公德组与私德组的道德水平均值无显著差异 ( ｔ ＝ ０􀆰 ７６２ꎬ ｐ>０􀆰 ０５)ꎬ 排

除了道德水平的干扰ꎮ 实验变量的操控达到了预期ꎮ

６􀆰 ３　 假设检验

在控制人口差异的情况下ꎬ 以 ＣＳＲ 行为类型作为自变量、 ＣＳＲ 怀疑作为中介变量、 品牌危机修

复效果作为因变量ꎬ 依据 Ｚｈａｏ 等 (２０１０) 、 Ｗｅｎ 和 Ｙｅ (２０１４) 的中介效应分析程序和方法ꎬ 采用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方法ꎬ 选择样本量 ５０００ 和 Ｍｏｄｅｌ ４ 利用 Ｐｒｏｃｅｓｓ 插件在 ＳＰＳＳ２６􀆰 ０ 中进行中介效应检验ꎬ
９５％的置信区间下 ＣＳＲ 怀疑的中介效应和置信区间结果如表 ５ 所示ꎮ

表 ５ ＣＳＲ 怀疑在 ＣＳＲ 行为类型对品牌危机修复效果影响的中介效应检验

ＣＳＲ 怀疑中介机制
品牌危机修复效果

β ｔ ｐ

ＣＳＲ 行为类型 (１＝私德) →品牌危机修复效果 １􀆰 ８９５ －９􀆰 ２９７ ０􀆰 ０００∗∗∗

ＣＳＲ 行为类型 (１＝私德) →ＣＳＲ 怀疑 －２􀆰 ２４４ －１２􀆰 ０３９ ０􀆰 ０００∗∗∗

ＣＳＲ 怀疑→品牌危机修复效果 －０􀆰 ６２８ －８􀆰 ３３４ ０􀆰 ０００∗∗∗

[ＬＬＣＩꎬ ＵＬＣＬ] [０􀆰 １０８ꎬ １􀆰 ２９３]
ｅｆｆｅｃｔ ０􀆰 ６１２

从表 ５ 的检验结果来看ꎬ ＣＳＲ 怀疑在 ＣＳＲ 行为类型和品牌危机修复效果之间具有中介作用ꎮ 根

据温忠麟和叶宝娟 (２０１４) 有关中介效应检验流程ꎬ 首先ꎬ 检验主效应的显著性ꎬ 统计检验结果显

示: ＣＳＲ 行为类型对品牌危机修复效果的主效应显著 (β＝ １􀆰 ８９５ꎬ ｐ<０􀆰 ００１) ꎮ 其次ꎬ 检验 ＣＳＲ 怀疑

这一中介变量的效果ꎬ 检验结果如下: ＣＳＲ 行为类型对 ＣＳＲ 怀疑有显著影响作用 (β ＝ －２􀆰 ２４４ꎬ ｐ <
０􀆰 ００１) ꎬ ＣＳＲ 怀疑对品牌危机修复效果有显著影响作用 (β ＝ －０􀆰 ６２８ꎬ ｐ <０􀆰 ００１) ꎬ 并且 ＣＳＲ 怀疑

的中介效应检验置信区间为 [０􀆰 １０８ꎬ １􀆰 ２９３]ꎬ 不包括 ０ꎬ 中介作用的效果为 ０􀆰 ６１２ꎬ 由此得出ꎬ ＣＳＲ
怀疑在 ＣＳＲ 行为类型和品牌危机修复效果之间具有部分中介作用ꎮ 即 ＰＨＣ 情境下ꎬ 相较于公德ꎬ 私

德型 ＣＳＲ 更有利于降低 ＣＳＲ 怀疑ꎬ 产生更积极的品牌危机修复效果ꎮ Ｈ４ 得到验证ꎮ 基于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ｉｎｇ 的中介效应模型检验见表 ６ꎮ

６２１

珞珈管理评论

２０２３ 年卷第 ４ 辑 (总第 ４９ 辑)



表 ６ 基于 Ｂｏｏｓｔｒａｐｉｎｇ 的中介效应模型检验

类别
效应大小

ｅｆｆｅｃｔ
标准误

ＳＥ
统计量

ｔ
显著性

ｐ

９５％置信区间 ＣＩ
下限 ＬＬＣＩ 上限 ＵＬＣＩ

总效应 １􀆰 ８９５ ０􀆰 ２０４ ９􀆰 ２９７ ０􀆰 ０００∗∗∗ １􀆰 ４９０ ２􀆰 ３００
直接效应 １􀆰 ２８３ ０􀆰 ３２３ ３􀆰 ９７３ ０􀆰 ０００∗∗∗ ０􀆰 ６４１ １􀆰 ９２５
间接效应 ０􀆰 ６１２ ０􀆰 ３００ — 不包括 ０ ０􀆰 １０８ １􀆰 ２９３

７􀆰 结论与讨论

７􀆰 １　 研究结论

“如何选择鲜少被消费者怀疑的 ＣＳＲ 策略?” 受此问题启发ꎬ 本文结合中国情景ꎬ 将 ＣＳＲ 怀疑纳

入研究框架ꎬ 结合 “说” 与 “做” 两个层次ꎬ 对企业如何施行 ＣＳＲ 策略提出构想与验证ꎬ 研究得出

了几点有启发性的结论:
(１) 相较于强调 “公共服务动机”ꎬ 企业主动曝光自身的 “企业服务动机” 更有利于危机修复ꎮ
(２) ＣＳＲ 动机的自我曝光与品牌危机修复效果间的作用关系通过 ＣＳＲ 怀疑的部分中介过程实

现ꎮ
(３) ＣＳＲ 行为调节了 ＣＳＲ 动机的自我曝光与 ＣＳＲ 怀疑之间的关系: 相较于公德ꎬ 在私德型 ＣＳＲ

情境下ꎬ “企业服务动机” 对 ＣＳＲ 怀疑的抑制能力更加显著ꎮ 同时ꎬ ＣＳＲ 行为还调节了 ＣＳＲ 动机的

自我曝光通过 ＣＳＲ 怀疑对品牌危机修复效果的间接影响: 在私德情境下ꎬ “企业服务动机” 通过

ＣＳＲ 怀疑对品牌危机修复效果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ꎮ
(４) 与公德相比ꎬ 私德型 ＣＳＲ 更能降低消费者的 ＣＳＲ 怀疑ꎬ 进而取得更好的危机修复效果ꎮ

７􀆰 ２　 理论贡献

(１) 本研究引入 “企业自曝 ＣＳＲ 动机” 的 ＣＳＲ 沟通方式ꎬ 丰富了现有的 ＣＳＲ 研究ꎮ 其一ꎬ ＣＳＲ
价值的实现需以利益相关者的知晓与认同为前提ꎬ 这必须通过 ＣＳＲ 沟通来实现ꎮ 以往研究表明ꎬ
ＣＳＲ 沟通是 “声誉风险管理” 的重要部分ꎬ 对品牌形象具有显著的修复作用ꎬ 但目前对该领域的研

究仍相对不足 (陈艺妮等ꎬ ２０１９) ꎮ 其二ꎬ 以往研究更集中于消费者的 ＣＳＲ 归因ꎬ 但鲜有研究探讨

企业主动曝光 ＣＳＲ 动机对于修复效果的影响ꎮ 实际上ꎬ 消费者对企业 ＣＳＲ 的感知水平无法保证其能

抵制负面的 ＰＨＣ 信息ꎬ ＣＳＲ 策略的施行已呈现 “吃力不讨好” 的态势ꎬ 也极大挫伤了企业实施 ＣＳＲ
的积极性ꎮ 本文将企业方坦陈 ＣＳＲ 动机的宣传方式引入危机管理领域ꎬ 站在企业的角度ꎬ 探寻更有

效、 可控的危机修复路径ꎬ 对企业有效沟通或披露 ＣＳＲ 信息具有一定指导意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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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本研究融入中国文化的 “道德” 要素探讨了 ＣＳＲ 行为与危机修复的关系ꎬ 深化了道德营销

理论ꎮ 一方面ꎬ 现有 ＣＳＲ 领域的研究主要集中于 ＣＳＲ 的后果变量ꎬ 而鲜有聚焦于 ＣＳＲ 本身 (内容、
形式等)ꎻ 另一方面ꎬ 现有关于 ＣＳＲ 修复策略的研究很少基于中国文化情境来考虑消费者的怀疑态

度ꎬ 导致了研究结论与实践的脱节ꎮ 对道德行为的评判需考虑道德社会的结构ꎬ 中国消费者对危机

情境下 ＣＳＲ 行为的解读会受到本土差序格局思维方式的影响ꎮ 本研究将之引入分析框架ꎬ 解答了消

费者对于企业 “公” “私” 的不同心理是如何影响品牌危机修复这一问题ꎬ 验证了 “脱离了私德基

础的公德将极易受到公众的怀疑”ꎬ 丰富了适用于中国情景的危机管理理论ꎮ
(３) 本研究提出并验证了 ＣＳＲ 怀疑这一心理变量在 ＣＳＲ 修复策略中的内部作用机制ꎮ 已有研究

表明ꎬ 公众对于说服性的营销信息会存在本能的怀疑 (Ｈｅｌｍꎬ ２００６) ꎬ 作为一类特殊的企业营销手

段ꎬ 其 ＣＳＲ 策略亦是如此ꎻ 再加上实践中不少企业试图借助 ＣＳＲ 等软性情感策略转移或掩盖负面影

响 (高勇强等ꎬ ２０１２) ꎬ 广域信任的削弱愈发强化了公众对企业的 “经济人” 刻板印象ꎬ 企业的

ＣＳＲ 策略将招致更深的 ＣＳＲ 怀疑ꎮ 本研究将 ＣＳＲ 怀疑引入研究框架ꎬ 阐明了企业盈利与 ＣＳＲ 公益间

的对抗性质是 ＣＳＲ 策略效果不佳的重要原因ꎬ 丰富了品牌危机管理的理论研究ꎮ

７􀆰 ３　 管理启示

(１) 相较于是否实施 ＣＳＲ 修复策略ꎬ 如何实施更为重要ꎮ 研究结果表明: 主动曝光 “企业服务

动机” 配合实施私德型 ＣＳＲ 会招致最少的 ＣＳＲ 怀疑ꎬ 危机修复效果最佳 (最优策略)ꎻ “企业服务动

机” 配合公德型 ＣＳＲ 活动会招致次少的怀疑ꎬ 也可使危机修复效果得到较显著提升 (次优策略)ꎻ
“公共服务动机” 配合公德型 ＣＳＲ 活动会招致次高的怀疑ꎬ 对危机修复效果既无显著提升作用也无

显著下降作用 (无效策略)ꎻ “公共服务动机” 配合私德 ＣＳＲ 活动会招致最多的 ＣＳＲ 怀疑ꎬ 危机修复

效果最差 (最差策略)ꎮ ＣＳＲ 修复策略矩阵如图 ３ 所示ꎮ 实践中企业应尽力规避最差策略和无效策

略ꎬ 优先选择最优策略以发挥二者的协同效应ꎮ
(２) 企业需重视主动型应对策略之于危机修复的影响ꎬ 应主动 “抢雷” 而非冷处理 “埋雷”ꎮ

危机补救的及时性、 主动性对危机后组织信任及关系承诺会产生积极影响 (Ｈｕａｎｇꎬ ２００８) ꎬ 根据混

沌理论 (ｃｈａｏｓ ｔｈｅｏｒｙ)ꎬ 企业在危机爆发的初始阶段还可能对事件发挥一定控制和影响ꎬ 但一旦超过

某个升级点ꎬ 任何决策都将收效甚微 (Ｍｕｒｐｈｙꎬ １９９６) ꎮ 因此ꎬ 企业在施行 ＣＳＲ 修复方案的同时需

重视 ＣＳＲ 沟通工作ꎬ 不仅显示出自身良好的认错态度ꎬ 也能抢占此事件的话语权ꎬ 防范第三方媒体

对于舆论的不利造势ꎮ 此时企业对于 “利己动机” (不损人而利己) 的 “社会公关” 方式反而将削

弱消费者的 ＣＳＲ 怀疑ꎬ 更有利于危机修复ꎮ 此外ꎬ 实施 ＣＳＲ 策略时ꎬ 企业应注意及时监测消费者心

理状态ꎬ 评估消费者的 ＣＳＲ 怀疑程度ꎮ 如借助社交媒体与大数据分析手段ꎬ 及时回应消费者的质疑ꎬ
向公众展现出足够的诚意ꎮ

(３) ＣＳＲ 策略的优先级选择可遵循 “先私后公” 原则ꎮ 企业资源有限ꎬ 很多情况下无法做到

“公私兼顾”ꎬ 结合中国文化来看ꎬ 企业应优先选择私德行为ꎮ 作为生产经营性组织ꎬ 企业追求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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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ＣＳＲ 修复策略矩阵

本就无可厚非ꎬ 应承认商业企业的经济价值偏好ꎬ 尊重企业运行的商业逻辑与市场逻辑ꎮ 作为一种

单纯的亲社会行为ꎬ 公德更多的是一种松散联结企业的 “外挂式” ＣＳＲꎬ 是企业已有价值的 “共享”
或 “平衡”ꎻ 而私德是在商业性基础上履行规范性ꎬ 基于核心业务提高企业的价值增益与竞争力ꎬ 在

促进社会价值的同时提升自身的经济价值ꎬ 缓解了企业与社会关系中商业利益和社会利益的相互冲

突ꎮ 此时ꎬ ＣＳＲ 修复由 “临时抱佛脚” 的被动策略转为预防下一轮危机的 “事前” 控制ꎬ 危机的处

理成为向外展示核心能力的良机ꎬ 更有利于提升消费者对于企业能力及产品质量的信任ꎬ 从而促成

“广告效应”ꎬ 达成危机营销ꎮ

７􀆰 ４　 局限性与研究展望

(１) 研究对象的局限性ꎮ 本研究主要选取高校大学生作为主要的实验对象ꎬ 未来研究可增加样

本的多样性ꎬ 诸如招募不同背景的社会人士参与实验ꎬ 或有针对性地对其他群体进行研究以增强结

论的准确性和普适性ꎮ
(２) 研究方法的局限性ꎮ 本研究采用情景模拟实验法ꎬ 对诸多影响因素进行了操控ꎬ 使得本研

究的外部效度受到一定影响ꎮ 未来可采用诸如问卷调查和访谈等方法来提高外部效度ꎬ 并可运用案

例研究等方法进行交叉验证ꎮ 另外ꎬ 未来可在实验材料的设计中加入图片、 音频以及视频等素材ꎬ
这些内容的细化与扩充也可很好地提升研究的普适性ꎮ

(３) 研究内容的局限性ꎮ 其一ꎬ 有较高怀疑特征的人群可能具备更多的劝说知识储备ꎬ 他们对

企业的营销宣传具备更强的思辨意识ꎬ 并很少机械相信企业的宣传信息 (Ｆｏｒｅｈ ＆ Ｇｒｉｅｒꎬ ２００３) ꎮ 未

来研究可将消费者怀疑特征纳入研究范围以深入检验ꎮ 其二ꎬ 本文仅研究了 ＰＨＣ 特定情境下的 ＣＳＲ
策略效力机制ꎬ 而 “道德失败” 后采用 “道德修复” 策略可能更容易招致消费者 ＣＳＲ 怀疑ꎬ 未来可

就道德型危机情境进行研究ꎬ 或就两种危机进行对比研究ꎮ 其三ꎬ 具体的 ＣＳＲ 信息能提高 ＣＳＲ 怀疑

论者的购买意愿 (Ｃｏｎｎｏｒｓ ｅｔ ａｌ􀆰 ꎬ ２０１７) ꎬ 本文将 ＣＳＲ 信息的具体程度作为控制变量而未对此进行探

讨ꎬ 未来可就 ＣＳＲ 信息的具体程度或对比信息的 “具体” 与 “抽象” 展开研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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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３ ] Ｓａｎｔｅｌｌｉꎬ Ａ􀆰 Ｇ􀆰 ꎬ Ｓｔｒｕｔｈｅｒｓꎬ Ｃ􀆰 Ｗ􀆰 ꎬ Ｅａｔｏｎꎬ Ｊ􀆰 Ｆｉｔ ｔｏ ｆｏｒｇｉｖｅ: Ｅｘｐｌｏ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２３１

珞珈管理评论

２０２３ 年卷第 ４ 辑 (总第 ４９ 辑)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ｆｏｃｕｓꎬ ｒｅｐｅｎｔａｎｃｅꎬ ａｎｄ ｆｏｒｇｉｖｅｎｅｓｓ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ꎬ
２００９ꎬ ９６ (２) .

[５４] Ｓｔｏｃｋｍｙｅｒꎬ Ｊ􀆰 Ｂｒａｎｄｓ ｉｎ ｃｒｉｓｉｓ: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ｈｅｌｐ ｆｏｒ ｄｅｓｅｒｖｉｎｇ ｖｉｃｔｉｍｓ [ Ｊ] . ＡＣＲ Ｎｏｒｔｈ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ꎬ １９９６ (２３) .

[５５] Ｖａｎｈａｍｍｅꎬ Ｊ􀆰 ꎬ Ｇｒｏｂｂｅｎꎬ Ｂ􀆰 “ Ｔｏｏ ｇｏｏｄ ｔｏ ｂｅ ｔｒｕｅ!”: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ＣＳＲ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ｉｎ
ｃｏｕｎｔｅｒｉｎｇ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ｐｕｂｌｉｃｉｔｙ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Ｅｔｈｉｃｓꎬ ２００９ꎬ ８５ (２) .

[５６] Ｗｅｂｂꎬ Ｄ􀆰 Ｊ􀆰 ꎬ Ｍｏｈｒꎬ Ｌ􀆰 Ａ􀆰 Ａ ｔｙｐ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ｔｏ ｃａｕｓｅ￣ｒｅｌａｔｅｄ 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ｓｋｅｐｔｉｃｓ ｔｏ ｓｏｃｉａｌｌｙ ｃｏｎｃｅｒｎｅｄ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 ＆ 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ꎬ １９９８ꎬ １７ (２) .

[５７] Ｚｈａｏꎬ Ｘ􀆰 Ｓ􀆰 ꎬ Ｌｙｎｃｈꎬ Ｊ􀆰 Ｇ􀆰 ꎬ Ｃｈｅｎꎬ Ｑ􀆰 Ｍ􀆰 Ｒｅ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 Ｂａｒｏｎ ａｎｄ Ｋｅｎｎｙ: Ｍｙｔｈｓ ａｎｄ ｔｒｕｔｈｓ ａｂｏｕｔ
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ꎬ ２０１０ꎬ ３７ (２) .

Ｉｆ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Ｅｘｉｓｔꎬ Ｈｏｗ Ｃａ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Ｂｅ Ａｔｔａｃｈｅｄ?
—Ａ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Ｒｅｐａｉｒ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ＣＳＲ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ａｆｔｅ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Ｈａｒｍ Ｃｒｉｓｉｓ

Ｂａｉ Ｌｉｎ　 Ｇａｏ Ｊｉｅ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ꎬ Ａｎｈｕ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Ｈｅｆｅｉꎬ ２３０６０１)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 “ｈｏｗ” ｏｆ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ｎｇ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ＣＳＲ)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ｔｏ ｒｅｐａｉ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ｈａｒｍ ｃｒｉｓｉｓ ( ＰＨＣ) ｉ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ｉｓｓｕｅ ｔｈａｔ ｎｅｅｄｓ ｔｏ ｂｅ ａｄｄｒｅｓｓｅｄ ｂｙ ｂｏｔｈ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ꎬ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ｌｙ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ａｎｄ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ｓ􀆳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ＣＳＲ ｒｅｐａｉｒ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ｉｎ ＰＨＣ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ｓ􀆳 ＣＳＲ ｓｋｅｐｔｉｃｉｓｍꎬ ｃｏｍｂ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ｓａｙｉｎｇ” ａｎｄ “ｄｏｉｎｇ” 􀆰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ｐｒｏａｃｔｉｖｅ ｅｘｐｏｓｕｒｅ ｏｆ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ｍｏｔｉｖｅｓ” ｂｙ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ａｒｅ ｍｏｒｅ ｃｏｎｄｕｃｉｖｅ
ｔｏ ｂｒａｎｄ ｃｒｉｓｉｓ ｒｅｐａｉｒ ｔｈａｎ “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ｍｏｔｉｖｅｓ” 􀆰 ＣＳＲ ｓｋｅｐｔｉｃｉｓｍ ｐａｒｔｉａｌｌｙ ｍｅｄｉ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ＣＳＲ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ｓｅｌｆ￣ｅｘｐｏｓｕｒｅ ｏｎ ｂｒａｎｄ ｃｒｉｓｉｓ ｒｅｐａｉｒ􀆰 ＣＳＲ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ｍｏｄｅｒ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ＳＲ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ｓｅｌｆ￣ｅｘｐｏｓｕｒｅ ａｎｄ ＣＳＲ ｓｋｅｐｔｉｃｉｓ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ｅｄｉａｔ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ＣＳＲ ｓｋｅｐｔｉｃｉｓｍ􀆰 Ｆｉｎａｌｌｙꎬ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ｍｏｒａｌｉｔｙ ｉｓ ｍｏｒｅ ｃｏｎｄｕｃｉｖｅ ｔｏ ｒｅｄｕｃｉｎｇ ＣＳＲ ｓｋｅｐｔｉｃｉｓｍ ａｎｄ 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ｉｎｇ ｃｒｉｓｉｓ ｒｅｐａｉｒ ｔｈａ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ｍｏｒａｌｉｔｙ􀆰 Ｔｈｅ
ｆｉｎ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ａｒｅ ｏｆ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 ｆｏｒ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ｓ ｔｏ ｃａｒｒｙ ｏｕｔ ＣＳＲ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ａｆｔｅｒ ＰＨＣ ｉｎ ａ 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 ａｎｄ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ｍａｎｎｅｒ.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ｈａｒｍ ｃｒｉｓｉｓꎻ ＣＳＲ ｓｋｅｐｔｉｃｉｓｍꎻ ＣＳＲ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ꎻ ＣＳＲ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ꎻ Ｂｒａｎｄ ｃｒｉｓｉｓ
ｒｅｐａｉｒ

专业主编: 寿志钢

３３１

白琳ꎬ 等

“私” 之不存ꎬ “公” 将焉附?


